
考古学理论：回顾与期望
陈　淳

２６年前，张光直先生在为１９９１年出版的 《时间与传统》所写的序中曾经写道：“考古

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最近两年来出版的 《中国考古学年鉴》固然是对当代中

国考古学研究活动很可靠的反映，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 ‘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

‘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加］布鲁斯·炊

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刘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
现在可以告慰张先生的是，这个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考古学年鉴》将考古学

理论列入其编辑范畴，表明我国考古学界已经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对考古

探索的指导作用。目前，随着材料的大量积累、科技手段的普遍应用、学科交叉的展开、

各种探索问题的深入和细化，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局面。但是，就像

发掘出土的原始材料一样，用各种科技手段提炼的信息也是凌乱和不成体系的，需要通过

整合和阐释才能将这些信息变为系统的历史知识。而这种整合和阐释过程也离不开考古学

理论。目前，我国考古学研究显示出一种技术和方法快于理论的趋势。看上去，目前许多

考古研究比过去那种描述和直觉表述 “科学”多了，技术多样，数据分析翔实，提炼信

息明确，但是或因问题意识不清，或因缺乏与其他背景材料和信息的充分整合，孤立的测

试数据和分析结果仍然是碎片化的认识，许多重要的因果关系仍然扑朔迷离，历史真相仍

然迷雾重重。因此，我国学界在加强科技手段的同时，还是应当学会用理论思考和问题导

向来进行研究设计，对各种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进而提出综合性的历史阐释。

本文意在回顾理论对于考古研究的意义和国际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并对我国考古学理

论提出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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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对中国考古学漠视理论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史学本身

就缺乏对历史学理论的系统讨论，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只相信赤裸裸和明确的

事实。加上受兰克学派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影响，考古学也就特别注重材料

的获取和考证，而不相信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他进而强调，与

“资料”“技术”和 “方法”不同，“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规律的总结，并指导具体的

研究工作 （［加］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刘英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另一个原因，应该与我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有关，即将考古学看作
是历史学的分支，好比车的两轮和鸟的两翼。以史学为依从和为史学服务的考古研究，其

问题和答案都与历史有关，不需要理论的解释。这种倾向在古典考古学比较发达的欧洲国



家或以色列的圣经考古中也很明显。

然而，考古对象的物质性使得这门学科更像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与以文献为基础的

历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俄国考古学家利奥·克莱因 （ＬＳＫｌｅｊｎ）指出，考古材料是物
质遗存、器物和各种东西，并非是由语言锁定的概念。历史学家处理的是思想和语言领域

的材料。文献资料处于历史学家相通的语言领域，但考古材料则不是，它们处在另一个领

域。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考古材料 （特别是它们的信息）转换到思想和语言的领域

中来。考古学家所能理解的器物语言只是一种隐喻的表述。这种理解要将器物的语言转变

为真实、普通和自然的语言，即一种词汇与概念、思想与关联的语言。这种转换的特别难

处在于，不像民族志的器物，它们可以由当代土著提供解释，考古制品已是古物，它们的

使用者早已不在，了解的线索早已切断 （ＬＳＫｌｅｊｎ，“Ｔｏ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ａＣｅｎｔａｕｒ：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Ｓｏｖｉｅ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６７，１９９３）。

要解读物质遗存，并将其转换成历史的语言，这就涉及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或认识论

的问题。认识论是指我们如何了解事物的真相，关注对人类知识性质及可信度的了解。认

识论考察知识如何获取、知识中肯定性与或然性的不同程度，以及知识 （具有某种程度

的肯定性）和信念 （缺乏肯定性）之间的区别。过去两千年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认识论

取向，一是经验主义，强调感知的作用；另一种是理性主义，强调推理在认知中的重要作

用 （ＢＧＴｒｉｇｇｅｒ，“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ＤａｒｗｉｎｉａｎＣｈａｓ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１０２（１），１９９８）。长期以来考古研究主要由经验主义的认
识论所主导，而科学研究强调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在这两种认识论中理论的作用和地位完

全不同。

经验主义研究是指凭直觉、常识和经验来对研究对象作想当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释。经

验主义者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它们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

识而存在，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人们不带成见地

进行观察，那么由此提供的经验知识可以不受任何理论或先入之见而保持中立，绝对可

靠。因此，经验主义者重视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认为理性认识是抽象和间接的认

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洞，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英国早期古墓发掘者威廉·格林威

尔 （ＣＷＧｒｅｅｎｗｅｌｌ）“只管收集事实，永远不要考虑理论”的名言，就是经验主义者对
待理论态度的典型表现 （［英］保罗·巴恩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凌、王晓秦

译，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我国有的学者对理论也有类似的看法，把理论看作是缺
乏事实根据的空谈或主观想象的胡诌。甚至有人觉得，考古研究强调理论为先导，不是以

材料为基础，简直就是本末倒置。

人们意识到，材料的客观性和感性认识固然在科学认知上十分重要，但是经验和直觉

只能得到表象的看法，表象也可能具有蒙蔽性。因此完全致力于表象观察的经验知识是不

可靠的，而且其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也比较有限。理性主义是指通过逻辑推理而非根据表

象来获得真知。１７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强调超越人类的经验来解释主导自然法则的
重要性，标志着科学探索对理性主义的重视。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科学应该超
越经验主义，将知识建立在可以验证的、有系统的 “实证”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没有

某种科学理论作为先导并提供最后的阐释，那么任何现象的真实观察都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认识论对理论的看法刚好截然相左。前者完全排斥理

论的作用，而后者则将其视为科学研究的向导和获取真知的必由之路。因此，考古学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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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对自身科学性的一种反思和追求。美国科学哲学家胡佛 （ＫＲＨｏｏｖｅｒ）和多诺万
（ＴＤｏｎｏｖａｎ）指出，“科学是一种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过程，它不是一堆知识。它是我们声
称知道某些事情的几种途径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方法是一套标准，用来决定有关真

相不同观点的矛盾如何解决。它为研究者提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一种策略。它也为研究的

受众提供一种判断能力来评估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是如何提出和使用证据的”。他们还

说，“科学作为一种思考与研究方式，最好不要把它看作存在于书本、机器或罗列数据的

报告里，而是存在于脑子不可见的世界里，它必须与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相关”

（ＫＲＨｏｏｖｅｒａｎｄＴＤｏｎｏｖａｎ，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Ｂｏｓｔｏｎ：Ｗａｄｓｗａｒｔｈ，
１０ｔｈｅｄ，２０１１）。

科学也从不妄言 “真理”，它是指确凿无疑，这是不存在的。所谓科学研究，就是减

少现象世界里不确定性的过程，通过观察和研究使得这些现象能够被部分了解。考古学与

自然科学相比，最主要的差别是与讨论或漠视不确定性的方式相关，这门学科期望做出确

定性推断的程度远高于自然科学。但是，社会科学特别是考古学研究的难度又远大于自然

科学，被视为一种 “硬科学”。难度越大，期望值自然越低。这会使考古学变得更加枯燥

乏味 （ＳＷｅｉｎｅｒ，“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Ｉｓｒａ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６，２００８）。

考古学认识世界的途径越来越接近自然科学的另一标志就是学科交叉或科技考古的发

展趋势。考古记录包括两个方面：我们肉眼所见的所有人工制品，也即所谓的显性材料；

还有在这些物质材料中隐藏的信息，也即所谓的隐性材料。自放射性碳断代方法诞生以

来，各种其他分析手段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解决各种考古学问题。其结果是，今天考古学的

解释不仅要立足于肉眼所见，而且也要利用通过显微技术和其他分析手段提炼的各种信

息。这些由显性材料与隐性材料提供的信息，能够使考古学家更好地了解和解释考古记录

的成因以及它们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从而能进行较为全面的历史重建 （ＳＷｅｉｎｅｒ， “Ａｒ
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Ｉｓｒａｅ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５６，２００８）。

在这样一种趋势下，研究什么问题、收集什么材料、采取什么方法和技术、提取何种

信息、如何整合这些显性和隐性的信息来对考古材料做出历史阐释就更加需要理论的指

导。正如英国考古学家马修·约翰逊 （ＭＪｏｈｎｓｏｎ）所言，考古学家和没有头脑的废铜烂
铁收集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考古发现转化为对过去有意义的解释。这

些法则不管是明确的还是含糊的，从根本上说是理论的。事实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理论，

它们不会吐露真言 （Ｍ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９）。因此，理论用来决定我们选择哪些材料，并对我们研究的结果做出解
释 （ＢＭｙｈ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Ｓｉｎｃｅ１９６０：ＡＶｉｅｗｆｒｏｍＮｏｒｗａｙ”Ａｒ
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１）。伦福儒和巴恩则提出了理论、
方法与材料三个方面的互动关系，认为理论决定了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并指导采集哪些材

料和标本。技术和方法根据设计要求为解决特定问题来分析各种材料和提炼信息，田野发

掘则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法和技术要求来寻找和采集样本。这三个方面彼此衔接，

相互依赖。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方法选择的好坏就没有标准，再先进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

（［英］科林·伦福儒、［英］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陈淳译，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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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优先与问题导向的研究，是科学实证主义的演绎方法，演绎法并非是脱离材料的

凭空猜测，而是帮助我们从杂乱无章的材料中找到问题所在和研究方向。这是自然科学采

用的思维模式，运用一种理论的逻辑来提出命题，以便能够予以检验。科学的程序被设计

来防止偏见的产生，一种理论的前提必须将其置于可以被证伪的基础上。由理论出发的演

绎提供了一种探索的程序，构建的理论被用来引导许多特定谜题的破解 （ＫＲＨｏｏｖｅｒａｎｄ
ＴＤｏｎｏｖａｎ，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Ｂｏｓｔｏｎ：Ｗａｄｓｗａｒｔｈ，１０ｔｈｅｄ，２０１１）。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种实证主义演绎比作历史的侦探。考古学家好比福尔摩斯的破

案，将各种碎片化的线索拼合起来重建历史。福尔摩斯首先根据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从脑

子里预判案情发生的场景，然后采用严谨的推理来梳理事情经过的逻辑关系并进行科学分

析，再用证伪排除各种其他可能来最终锁定嫌犯。一旦演绎揭示了谜底，它们对于普通人

的常识来说都极其简单。福尔摩斯的逻辑推理适用于人类所有的经验性领域，而柯南道尔

的小说是对实证主义力量的称颂。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把考古学家比喻为临床医生。新

考古学提倡的各种理论被看作是药方，其目的是防止和治疗考古研究中的主观性。理论指

导的考古研究能为人工制品分析带来客观和健康的认识，从系统论到中程理论，都是对其

他理论无效时的一种补救措施 （ＭＳｈａｎｋｓａｎｄＣＴｉｌｌｅｙ，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ｌ
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Ｍｅｘｉｃ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科学理论是多层次的，最基本的可相对区分为处于较低层次的经验规律和处于较高层

次的理论原理。各种经验规律的普遍性程度是不相同的，而各个理论原理的普遍性程度也

是不相同的 （张巨青主编：《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方法导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同样，考古学理论在研究中涉及诸多方面和各个层次。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

克 （ＤＬＣｌａｒｋｅ）将概念的理论与信息的理论和推理的理论区分开来，分别把这些理论称
为考古学的形而上理论、考古学的认识论以及考古学的逻辑与解释。这三种理论相互重

叠，并渗透着其他各种层次的理论，它们是考古学阐释的各个步骤。沉积前和沉积理论考

虑考古记录中人类活动、社会形态、环境因素和沉积特点的关系。沉积后理论考虑这些沉

积特征发生了什么，诸如损毁、侵蚀和扰动。提取理论主要是发掘和野外对残存沉积物进

行采样的理论。分析理论关注信息的提取与处理，阐释理论考虑如何将这些特征与不可直

观和无法体验的古代社会和环境原因联系起来 （ＤＬＣｌａｒｋ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Ｌｏｓｓｏｆ
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４７，１９７３）。

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 （ＢＧＴｒｉｇｇｅｒ）认为，考古学理论可以被视为由高
级、中级和低级三个层次理论组成的体系。考古学的高级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高级理论

相一致。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文化唯物论和文化生态学可以被看作是高级层次的

理论，它既适用于考古学，也同样适合于其他社会科学，因此这是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总

体理论。但是，高级理论不是直接从考古发现的材料中来予以认识和检验的，也无法直接

用来对考古学的具体发现作出规律性的解释。要达到知其所以然的境界，高级理论的运用

取决于中级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中级理论是在直观的考古遗存与物质现象与非直观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效关

系的 理 论。路 易 斯 · 宾 福 德 （ＬＲＢｉｎｆｏｒｄ） 的 “中 程 理 论” 和 迈 克 尔 · 希 弗

（ＭＢＳｃｈｉｆｆｅｒ）的 “行为考古学”就是考古学中级理论的代表，它被比喻为考古学解读

物质现象的 “罗塞塔碑”。中程理论与中级理论关注物质与人类行为之间相伴关系的规律

性认识，并具有跨文化的有效性。因此，中级理论和中程理论好比是破译考古现象中人类

６



行为信息的密码。考古学高级理论的阐释和运用，取决于中级理论研究的成果，它是对考

古现象做高层次理论阐释的一个必需的桥梁。没有这个桥梁，对于考古学实践来说，包括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将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

低级理论是考古学的实证研究理论，对一些反复观察到的现象做规律的总结。这是一

种经验型的研究，包括用类型学和地层学来判断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和传承。有时，考

古研究也推测一些器物的功能和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但是这种分析仍是一种依赖直觉的

常识性推测，并不具备理论所要求的规律性特点。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低级理论所得出

的一些总结仍然是有待于检验的规律，尚未上升到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 （［加］布鲁

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陈胜前也有五个层次考古学理论的看法： （１）考古材料的解读，包括地层学和类型

学；（２）遗址形成过程解读，包括埋藏学、遗址废弃过程和地质学研究等。（３）行为信
息提炼，包括人工制品的技术、葬俗和民族考古学类比； （４）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解
释；（５）考古学认识论和价值观的思考。他认为，当今中国考古学主要限于第一个和第
四个层面的探讨，即类型学和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两个层次的推理是脱节的，因此无法从

考古材料来直接讨论社会规律问题 （陈胜前： 《考古学理论的层次问题》， 《东南文化》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考古学利用一套理论体系来对材料和现象进行阐释是比较晚才发展起来的。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考古学的进展主要是依赖材料的积累，各个层次的理论还没有完善，于是

像一些古代科学那样，传统考古学的阐释大体上是以直觉方法和经验认识为基础的。直觉

思辨方法比较注重经验事实或感性知识，这是科学中最基础的部分。经验事实和感性知识

是指人们对亲身观察到的事实作出描述和记录，在经验事实和感性知识之上是运用理性方

法对其进行处理，从而上升到理性事实和抽象的认识。因此，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体现了这

门学科科学化的过程。然而，思想和科学的历史不是自发的。考古学中应用理论的历史不

能与实际的研究状况和考古学在某特定国家中发挥的作用分开 （ＳＣｌｅｕｚｉｏｕ［ｅｔａｌ］，
“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Ｆｒｅｎｃｈ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１）。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理论在世界一些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而回顾三十年来我
国考古学理论的进展。

*"+,'-./0

布鲁斯·特里格在 《考古学思想史》里介绍了考古学范式从进化考古学向文化历史

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发展的一般性趋势。虽然对考古学理论的明确关注被

公认为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努力，然而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
（ＶＧＣｈｉｌｄｅ）在１９３６年曾在英国史前学会会刊上呼吁考古学家在研究中要有理论意识，
要有系统地讨论如何研究史前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问题 （ＶＧＣｈｉｌｄ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Ａｉｍｓｉｎ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ｅ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ｏ１，１９３６）。英国哲学家和
考古学家罗宾·柯林武德 （ＲＧ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从哲学和认识论来
思考考古学研究。

柯林武德是一位观念主义者，他认为研究过去离不开人们当下对事物性质的看法，而

且考古学家都是以习得的概念来看待过去的。考古学家只会感知他们想找的东西，除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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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东西与他们的兴趣相关，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指出，成功发掘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一项发掘无论其大小，发掘者应该明知其发掘的理由，必须知道他想找什么，然后

决定怎样发掘才能找到。这就是柯林武德的 “问答逻辑”的中心原则。他说，早期的考

古发掘都是盲目的，没有寻找答案的明确问题。虽然后来考古发掘从 １８世纪的挖宝转向
１９世纪的求知，但是在操作上基本也是盲目的。比如，英国考古学之父皮特·里弗斯
（ＡＰｉｔｔＲｉｖｅｒｓ）是一位天才的考古学先驱，虽然他的发掘过程极其严谨细致，但是并没
有明确的问题指导。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仍以遗址而非问题为导向，即选择一个遗址进行

系统发掘，在完整发掘后，再选择下一个遗址。这种发掘的结果是，博物馆堆满了出土文

物，但是对于遗址的历史仍所知甚少。

柯林武德指出，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探方里出些什么东西，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

问题，对于询问不同问题的人来说，出土东西的含义各不相同，对于没有想法的人来说可

能只是东西本身或什么都不是。因此他认为，认知思维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感知过程，而是

主观的积极探究 （［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
版）。柯林武德对当时流行的文化历史考古学方法论提出质疑，认为所有经验主义的研究

都难以做到真正客观，都离不开研究者的观念、兴趣和社会背景。

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降，西方学界对器物史和文化历史学导向的范式逐渐感到不满，
出现了一些强调理论指导的呼吁。张光直认为，考古学理论的蓬勃发展还是在 “二战”

以后，而且这一讨论的中心主要在美国，且数十年不衰。这并不是说美国有最好和最正确

的考古学理论，而是美国考古学界的理论是多元化的。因此，考古学家可以在丰富多样的

理论中选择符合自己立场和观点的理论，并从这些体系中得到启发与激励 （［加］布鲁

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蒋祖棣、刘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１年版）。
总体来说，由于学术传统和社会背景不同，各国有自己特有的考古学传统，相互间的影响

和互动也各不相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考古学理论在几个不同国家里的发展，以便为我国

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一份参照。

（一）美国

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考古学还是以文化历史学范式为主导。但是，与旧大陆国家
的考古学不同，美国考古学研究的不是欧洲殖民者的历史而是印第安土著的历史，所以美

国考古学与人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学科定位上属于人类学的分支。于是，新考古系在

美国兴起的时候，就提出了 “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化”的口号。

新考古学首先对文化历史学研究的归纳法和依赖经验直觉的方法提出批评，认为用这

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无法判断其正确与否。受德裔美国科学哲学家卡尔 · 亨普尔

（ＣＧＨｅｍｐｅｌ）的影响。宾福德强调考古研究应当采用科学方法，以减少判断的主观性。
他认为，为了做出科学的解释，必须从一般性原理出发进行假设，然后通过经验数据和独

立的分析数据对其进行严格的检验，即所谓的规律—演绎模式。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人类

的行为过于复杂，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存在许多一般性法则，于是这种演绎采取了假

设—演绎的模式。

新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受功能主义影响很大，而美国考古学研究的社会多为狩猎采集群

和早期农耕社会，主要关注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所以被称为生计聚落考古。新考古学或过

程考古学主要采用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等理论研究这些社会的生存方式，在农业起源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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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起源研究中，还流行许多唯物主义决定论的理论，如人口压力理论、竞争宴飨理论、广

谱经济理论、最佳觅食理论和最省力模式等。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

尔特 （ＪＳｔｅｗａｒｄ）倡导的一种理论，他把社会或文化看作是由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
识形态组成的三层蛋糕，并在下面加了一层生态环境，将生态环境看作是左右社会和文化

变迁的重要因素。了解人地关系和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释社会文化

变迁的原因。生态学方法强调生物自然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动植物、气候和地形———但

是它的真正贡献是为研究提供的一种视角。通过这种视角，考古学家将人类和自然看作是

一系列动态和互动系统中的参与者。文化与环境的阐释概念导致产生了富有成果和可予检

验的模式 （ＰＪＷａｔｓｏｎ，ＳＡＬｅＢｌａｎｃａｎｄＣＬＲｅｄｍａ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采纳文化生态观，导致了对许多传统观念的重新评估。比如，以前根据类型学划分的

不同考古学文化到底是文化传统和族群差异还是适应不同环境造成的功能差异？而以前从

传播迁移或从融合和碰撞来做简单解释的文化现象，则从交互作用圈和世界系统理论的角

度来考虑。对人地关系的重视，使得考古学家采纳了生物科学的许多有用概念。比如挪威

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 （ＦＢａｒｔｈ）率先采用的社群 “生态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ｉｃｈｅ）概
念：“任何一个族群的 ‘环境’并不仅由自然条件来定义，同时也取决于他们所依赖的其

他族群的存在和活动。每个群体只是开拓整个环境的一部分，留下其大部分给其他群体利

用……采用某种动物生态学的概念，尤其是生态位的概念———某群体在整个环境中的位

置，他们与资源和竞争对手的关系。” （ＦＢａｒｔｈ，“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Ｓｗａｔ，Ｎｏｒｔｈ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５８，１９５６）。生态位不能与环境区域和
聚落的简单地理位置相混淆。环境区是指由其自身一批动植物所占据的不同区域，并以特

定的地形、气候和土壤条件为特点。生态位是被某文化有选择地栖居的，包括这批群体的

采办系统，加上他们与动植物和邻居的其他关系。于是，两种文化可以在同一环境区域内

比邻而居，占据差异很大的生态位。

为了了解社群在各种环境里对不同生态位的利用，遗址域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ａｒｅａ）概念被
来分析考古遗址与周边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根据遗址里出土的人工制品和生态物，对遗

址的生计或经济形态提出假设。然后详细勘察遗址周边的地形、土壤、植被和其他环境资

源条件，最后生成地图。遗址域分析是一种理论的检验，推测人们日常行走距离、搬运的

最大范围，以及遗址中出土的生活资源的可能分布，判断这些资源的最可能来源。遗址域

分析与出土材料相结合，有助于解释遗址的生计行为、遗址功能和环境条件 （［英］科

林·伦福儒、［英］保罗·巴恩主编：《考古学：关键概念》，陈胜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从文化生态学来了解人地关系和文化适应，导致环境考古学的兴起，并刺激了聚落形

态方法的诞生和农业起源研究的深入。聚落考古学由美国考古学家戈登 · 威利

（ＧＲＷｉｌｌｅｙ）所开创，在斯图尔特的启发下，威利从四种聚落形态：生活居址、仪式建
筑、防御建筑和墓地的历时变化来了解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社会变迁，标志了考古学文化

功能性阐释的战略性起点 （ＧＲＷｉｌｌｅｙ，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ｔｈｅＶｅｒúＶａｌｌｅｙ，
Ｐｅｒｕ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ｏ１５５）。维鲁河谷的聚落
形态研究被誉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和自汤姆森三期论发明以来最重要的发明

（［加］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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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另一项重要理论进展就是提倡系统论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系统
论是来自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理论方法。该理论认为，系统和系统关系存在于

许多生物和非生物的现象中。大到天体和太阳系的运转，小到人体和生物体的循环，都属

于不同的运转系统。主导这些系统的法则有时不但类似，甚至可以十分相似。采用系统论

的概念，要比考古学家在分析描述中所采用的一对一的因果机理解释更加合理。它主要有

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采纳控制论来分析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或亚系统，引入正反馈和负

反馈的机制，观察系统的平衡和失调。系统中某个亚系统的失调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

负反馈在面对外来波动性输入时，会以一种基本稳定状态维持着系统，而正反馈会引起系

统不可逆转的变化。二是与生态学研究相结合，将文化视为一种功能适应系统，其亚系统

由诸如如人口、技术、经济、贸易、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等组成。而文化系统又和生态系

统组成了一个互动的功能系统，环境的变迁会从正负两个方面影响文化系统的运转和变

迁。三是采纳奥地利生物学家路德维希·贝塔朗菲 （Ｌｖｏｎ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的一般系统论，
研究生命系统的增长态势，比如种群数量与土地载能的关系。系统论方法特别适合于计算

机模拟研究，对众多变量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有效的模拟，并做出长期趋变迁趋势的判

断，并检验考古观察和阐释的合理性 （ＰＪＷａｔｓｏｎ，ＳＡＬｅＢｌａｎｃａｎｄＣＬＲｅｄｍａｎ，Ｅｘ
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 （ＫＶＦｌａｎｎｅｒｙ）是开发利用系统论研究的顶尖学者，
在对中美洲瓦哈卡河谷圭拉那魁兹洞穴的研究中，他采用电脑模拟来论证农业起源的理

论。电脑程序将一个四人游群置于四种植被带中，然后根据潮湿、干燥和平均年份的随机

顺序观察他们觅食策略的变化。有趣的是，该游群确立了两种策略，在潮湿年份中采取比

较积极的策略，会进行栽培植物等试验性活动。而在干旱年份比较保守。模拟的结果和遗

址出土的材料特点十分吻合，说明预判的觅食策略能够解释遗址的生计和觅食活动。然

后，模拟在其他变量不变，变换生态系统的五个参数来进行观察，一是更加潮湿；二是更

加干旱；三是极端气候消失，都为平均年份；四是人口增长；五是保持四人的平均水平。

模拟发现，这些过程都没有加快农业的发展进程，甚至还会导致趋缓。因此，该项研究并

不支持农业起源于人口压力的理论阐释 （ＫＶＦｌａｎｎｅｒｙ，ＧｕｉｌáＮａｑｕｉｔｚ：Ａｒｃｈａｉｃ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Ｏａｘａｃａ，ＭｅｘｉｃｏＷａｌｎｕｔＣｒｅｅｋ，ＬｅｆｔＣｏａｓ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过程考古学还强调研究社会演变规律的重要性，采用新进化论模式来研究社会发展的

一般性趋势。２０世纪中叶，出于对当时学界以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
（ＢＦｒａｎｚ）历史特殊论为主导的现状不满，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和莱斯利·怀
特 （ＬＷｈｉｔｅ）重拾对社会变迁一般性趋势的重视，将社会的进化观带回到舞台的中心。
新进化论在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 （ＥＳｅｒｖｉｃｅ）、马歇尔·萨林斯 （ＭＳａｈｌｉｎｓ）和
莫顿·弗里德 （ＭＦｒｉｅｄ）等学者的努力下得到完善，并以塞维斯的四阶段社会类型游
群、部落、酋邦和国家为代表，概括了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一般性发展趋势。

在新进化论的框架下，考古学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来探索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和

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其中对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着墨尤多，起初由比较偏好强调某一

主要动力的单因论解释如水源论、战争论和贸易论，慢慢转向系统论的多因论阐释。

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认为，考古学的目的不应是描述而是解释。考古学家的解释不

应是猜测，而是必须了解材料，利用考古材料来论证其观点，并最终解决 “如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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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了解 “何人”“何物”“何时”“何地”的问题。由此可

见，考古学从描述转向阐释，理论的作用就非常关键。理论是对材料和现象的阐释依据，

是对研究客体的科学认识。理论开辟对某种未知事实的探究方向，提出我们认识某种现象

的阐释方案。因此，理论是人们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升华。在另一方面，理论又是研

究的向导和感官识别的判断基础。它指导田野发掘、采样和分析程序，并做可行的研究设

计，以便使研究向预先设定的目标前进。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过程考古学今天仍然是研究古代社会文化的主要范式，虽然它受

到许多批评，其中包括来自后过程考古学的批评，但是过程考古学探索社会演变规律的目

标、关注系统论和文化变迁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强调严格的方法论设计和在考古学

阐释中重视各种理论建设，仍然使得它充满活力，并继续影响着全世界的考古学实践。

（二）英国

虽然英美两国在语言和学术传统上十分接近，但是由于学科定位、社会思潮和研究对

象的不同，英国考古学对传统方法的反叛来得比较迟缓。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也体现了自己

的特色，并为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当新考古学思潮传到英伦时，英国

考古学界开始的反应相当负面，从漠视、嘲笑、批评它行话太多，贬低它毫无新意到斥之

为非英国做派等不一而足。格林·丹尼尔 （ＧＥＤａｎｉｅｌ）把新考古学看作是胡言乱语而
不屑一顾，认为美国考古学是从最无收益的考古材料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对自己的材料感

到沮丧，于是他们只能埋头于理论和方法，把时间耗在讨论文化过程和动力法则上来寻找

安慰 （［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安志敏校，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作为 《古物》（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杂志的主编，他在刊物上组织了有关考古学发展
方向的讨论文章。１９７３年，戴维·克拉克在 《古物》杂志上发表了 《考古学纯洁性的丧

失》，公开为新考古学辩护。就像他先前出版的著作 《分析考古学》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６８）一样，他提出了自己有关新考古学的独特见解，呼吁强调方法论，优化分析程序
与概念，讨论考古学知识与解释的性质。他特别表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学术好奇心和愿

景，要求从本学科以外来寻找新思想。克拉克的考古学新思想标志着英国考古学开始偏离

传统的经验性和非理论的考古学范式。

戴维·克拉克英年早逝，无法践行他的新考古学纲领。新考古学在英国的主要倡导者

是科林·伦福儒 （ＣＲｅｎｆｒｅｗ），他本科读的是自然科学，后来在美国短期执教。虽然伦
福儒对探究通则持保留态度，但是他拥护新考古学的实证方法，并将系统论用于他对爱琴

海地区的文明发展，把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新进化论概念引入欧洲的个案研究之

中。于是，英国考古学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和书写模式，从一种系统论框架来强调社会和

经济变迁，并将有关交换、纪念建筑、墓葬、聚落形态和中心位置的考古材料作为研究这

种过程的证据。同时在研究中重视科技手段、地理方法和数理统计。

伦福儒的著作没有像克拉克那样受到敌视和攻击，部分原因是他的著作没有晦涩的行

话，比较易懂。更重要的是，他的方法是对特定材料做出解释，而非阐述方法论本身，从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晚期以降，由伦福儒倡导的这种考古学，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已经成了这
门学科当下最流行的研究模式。它代表了社会—经济取向的英国过程考古学特点，这就是

强调社会与经济过程，强调文化的系统论观点，采纳新进化论的社会类型学，采用一种涵

盖所有新科技、数学统计和地理学方法在内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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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叶开始，英国考古学受到来自欧洲大陆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中之
一，就是法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的目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矛盾与冲突的思想来开

发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权力和冲突的来源不限于对日常生产的控制，而且涉及繁

衍、地位、知识和显赫物品，特别对后者分配、传播和交换的控制。该方法另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强调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非共有的一般世界观，而是用来使社会中不对称的

关系自然化和合法化的信念。这种意识形态通过物质文化和祭祀活动的投射使之成为人类

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并对考古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该方法的另一吸引力在于，它将社会变迁的解释坚定地放在社会内部。虽然这点很像

系统论的视角，但是变迁的原因并非系统的失调，而是内部的矛盾。它提供的也不是一种

通则性的解释，而是对特定案例的特殊性解释。该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承认社会的交换

和互动网络以及它们所象征的主导结构是非常广泛的。考古学家借鉴沃勒斯坦用于解释晚

近历史的世界系统理论，将它用来解释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各种社会在某区域网络中的社会

和经济结构差异。

在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 （ＩＨｏｄｄｅｒ）的努力下，后过程考古学以一种明确的运动
亮相。他采用法国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卓见来研究物质文化。霍德认为，物质文化并非

是过去人类行为的被动反映，而是过去社会活动意义深远的组成部分。为了了解它们，我

们未必要通过各种改造过程用正确的研究程序来推断过去，而是要找到解释过去文化含义

的途径。讨论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即结构主义方法，并以霍德主编的 《象征与结构考古

学》为先声 ［ＩＨｏｄｄｅｒ（ｅｄ），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物质文化中所见的形态被视为各种对立面的结构体，并最终被视
为潜在结构原理的特定表现，而社会就是用这些原理来对其人群和环境进行归类，并构建

社会关系的秩序。这种原理在不同地区的物质文化 （墓葬、房屋和陶器纹饰等）中可能

表现为不同形式，但正是这些原理构成了过去各种文化的最终解释。考古学的任务就是要

阐明这些原理以及物质文化体现这些原理的方式。

后过程考古学强调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研究物质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象征意义，即所谓

的象征考古学。意识形态并非社会现实的面具，而是这种现实的组成部分，它还是各种原

理的组成部分，社会个人就是用这些原理来组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的。通过意识形态的这

种概念，考古学就能从理论上将物质文化的象征性解释与社会结构和长期变迁的解释联系

起来。

霍德还提出了背景考古学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的概念，他提出物质文化与其含
义之间的关系可能根本上是主观的，但是其含义至少部分源自其背景和先前的背景。这种

背景是指文化背景以及文化历史的背景。于是，背景考古学再次强调文化历史的重要性以

及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紧密关系。考古材料不仅是推断证据的基础，而且是需要读懂的一种

“文本”。

后过程考古学对过程考古学实证论的一个反映，就是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操作的自我

评判意识。这种被称为批评考古学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的思想特别要求关注考古学在现
代欧洲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当下政治讨论中如何看待过去，还有就是如何从欧洲人

自己特有观念的讨论如何沿用到其他社会研究中的问题 （Ｔ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ＴｈｅｏｔｅｔｉｃａｌＡｒ
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Ｂｒｉｔａ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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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国

法国有着悠久和杰出的古物学、古典考古学和旧石器考古学传统，来自里昂的雅各

布·斯庞 （ＪＳｐｏｎ）是第一位用现代意义来应用考古学术语的古物学家和铭刻学家，将
考古学专门指称研究过去人类社会的物质遗存。他还认为古代铭刻是比文献更直接和更可

靠的信息来源，因为文献会被重复创造。古物学家伯尔纳·蒙福孔 （ＢｄｅＭｏｎｔｆａｕｃｏｎ）
出版过１５卷本的 《古物说明和图版描绘》，为早期的古物研究提供了榜样。商博良破译

罗塞塔碑的双语铭文，为埃及学和法国的东方学或古典研究奠定了基础。

法国是旧石器考古学的摇篮，布歇·德·彼尔特 （ＪＢｏｕｃｈｅｒｄｅＰｅｒｔｈｅｓ）、爱德华·
拉泰尔 （ＥＬａｒｔｅｔ）和莫尔蒂耶 （ＬＬＧｄｅＭｏｒｔｉｌｌｅｔ）确认了打制石器的人工性质和更新
世人类的存在，而后两位根据法国旧石器的类型初步建立起旧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和分

期。由于史前学和古典考古学在法国属于不同的领域，因此拉泰尔和莫尔蒂耶在法国的学

术体制内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因莫尔蒂耶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建树而受到

广泛关注，但是这门学科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法国史前学在步日耶和博尔德的努力下，完

善了文化历史学范式的方法论和类型学体系。

继莫尔蒂耶、步日耶 （ＡＨＢｒｅｕｉｌ）和博尔德 （ＦＢｏｒｄｅ）之后，安德烈·勒鲁瓦—
古尔汉 （ＡＬｅｒｏｉＧｏｕｒｈａｎ）是对法国史前学贡献最大的考古学家。他是所有欧洲考古学
家中最精通人类学的一位学者，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就尝试用结构主义理论建立一种器物
的民族志学，判然有别于步日耶和博尔德建立的器物类型学。他用一种不同于考古学文化

和器物类型的视角来分析考古遗存，试图用结构分析来揭示物质文化的内在关系，了解器

物趋同的功能制约和文化或族群之间的风格趋异。他提出了 “操作链”的概念，意在分

析器物从加工到废弃的生命史以及它们在不同阶段的形变序列。他视人类的文化演进始于

工具，是大脑和肢体协同的产物，然后是族群的分化，最后是扩充人类记忆的技术进步。

勒鲁瓦—古尔汉还采用抽象符号的统计学分析来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壁画的分布规

律，试图用结构关系来解读其内在的含义。他倾向于认为，其中马和野牛的图像象征了男

女性别关系，将马与男性相连，而野牛与女性相连。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他完
全放弃了这种方法 （［加］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总的来说，法国考古学家很少采用理论，也鲜有建树。法国有许多思想家对 ２０世纪

下半叶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如埃米尔·涂尔干 （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路易·皮埃尔·
阿尔 都 塞 （ＬＰ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皮 埃 尔 · 布 迪 厄 （Ｐ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米 歇 尔 · 福 柯

（Ｍ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克 洛 德 · 列 维—斯 特 劳 斯 （Ｃ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费 尔 南 · 布 罗 代 尔
（ＦＢｒａｕｄｅｌ）等，但是他们对本国的考古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法国的学术传统独立
于英美的实证主义人类学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历史类型学，是 “欧洲大陆的一块孤岛”。这

种独立性可能一方面与法国源自启蒙运动的自命不凡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国家体制的厚

此薄彼有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法国考古学无论田野工作还是在高校，像是一片学术沙
漠。法国考古学以其马克思主义传统和一般的哲学传统置身于欧美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论

潮流之外。法国考古学界与美国考古学界来往很少，限于个人参加各自召开的学术会议。

一个颇具影响的例外是宾福德与博尔德对莫斯特文化的争论，宾福德将博尔德归于四批不

同人群的莫斯特传统看作是功能差异。这使得博尔德的工作在美国广为人知，但是应该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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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美国考古学界重视的勒鲁瓦—古尔汉的研究却不为人知，他的著作也很少被译成英语。

法国考古学的原创性贡献表现在文化技术的探究方面，通常被称为民族考古学方法。

这种方法与美国新考古学提倡民族考古学十分相似，希望能够解释有关物质文化与社会之

间关系，而这在打制石器的实验复制上十分成功，而在骨器、陶器、冶金和农业技术上仍

处于草创阶段，而且主要服务于博物馆展示。

尽管有来自其他学科和英美考古学的影响，但法国考古学可能还会沿袭它源自启蒙运

动的传统，主要关注文化技术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理论阐释主要立足于经验性的研究，
用类比、实验方法和技术分析来了解物质文化。法国学者认为，未来考古学理论的繁荣取

决于不同学术传统的互动，而非采用某种单一的 “正确”推理方法 （ＳＣｌｅｕｚｉｏｕ［ｅｔ
ａｌ］，“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Ｆｒｅｎｃｈ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１）。

（四）斯堪的纳维亚

北欧是科学考古学的摇篮，丹麦汤姆森的三期论是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他一些

学者的工作为后来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榜样。瑞典动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斯文·尼尔森

（ＳＮｉｌｓｓｏｎ）坚信文化进化学说，认为人口的增长促成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狩猎采集者向最
早游牧者的转变。他最早采用民族志类比来了解人工制品的用途，进而了解古代先民的生

活方式。他是第一个用实验手段来解释石器打制方法的考古学家。丹麦地质学家约翰·斯

廷斯特鲁普 （ＪＪＳｔｅｅｎｓｔｒｕｐ）最早从环境考古来研究文化变迁，将松、栎与山毛榉及榆
树植被分别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相对应。自 １８４８年开始，以詹斯·沃尔塞
（ＪＪＡＷｏｒｓａａｅ）和廷斯特鲁普领衔的丹麦等第一届厨庖贝丘委员会开启了将考古发现与
古环境研究相结合的先河，结合考古学、地质学和生物学方法来研究史前先民是如何生活

的。１９０５年开始，瑞典地质学家杰拉德·德·吉尔 （ＧｄｅＧｅｅｒ）利用冰缘湖泊的纹泥为
斯堪的纳维亚１２０００年来的冰川消退断代，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日历矫正的自然年表，并
与能够断代的考古发现相联系。瑞典人伦纳特·冯·波斯特 （ＬｖｏｎＰｏｓｔ）开创了孢粉学
方法，改善了斯廷斯特鲁普对北欧冰后期植被变迁的先驱性研究，并为砍伐森林和引入驯

化植物的过程提供了证据。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 （ＯＭｏｎｔｌｉｕｓ）完善了器物类
型学方法来建立相对断代，并是从整个欧洲范围调查史前史的第一位考古学家 （［加］布

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处于一个乐观和富有创造力的

时期，强调采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聚落发展和重建古代的生活方式，开发了许多

新的发掘技术。动植物学家参与的学科交叉研究逐渐成为常态，并由那些不以形态学和类型

学为导向的考古学家主导，他们主要采用与历史时期早期的民族学类比来研究考古遗存。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社会人类学、民族志和民族学成为高校考古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新的人类学理论引入考古学界，大家 都开 始 熟知 美国考古 学家 沃尔特 · 泰 勒

（ＷＷＴａｙｌｏｒ）、戈登·威利、阿尔伯特·斯波尔丁 （ＡＳｐａｕｌｄｉｎｇ）以及人类学家朱利
安·斯图尔特和莱斯利·怀特的名字。这与弗雷德里克·巴斯的工作密不可分，巴斯

１９５６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引入挪威，并开始影响北欧的考
古学。过程考古学的概念和理论以及系统论方法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学中流行。参

考沃尔特·泰勒的论述，巴斯将文化定义为 “当地某人群知识与技能的总和”，在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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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考古学只能重建很有限的一小部分古代文化，这是巨大的挑战。

基于农田、房屋和古坟地理学研究的聚落考古在北欧有着悠久的传统。２０世纪 ６０年
代，瑞典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史前的农业景观，引入新方法来 “研究社会的空间发展”。这

对考古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最终使得这两门学科融合到同一趋势之中。与此同时，文化生

态学和古环境变迁也越来越受重视，随着工业开发而来的抢救考古的发展，大型学科交叉

项目在抢救考古学的框架下组织起来，地质学和动植物专家共同参与，并对学科定位产生了根

本的影响。考古学从过去以历史为背景的人文学科转变为优先考虑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学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叶，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已经建立起能与英国考古学比肩的理论平
台，并且直接立足于英美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戴维·克拉克、科林·伦福儒和路易

斯·宾福德的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引入了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洛普

（Ｅ．Ｂｏｓｅｒｕｐ）有关农业发展与人口的理论、埃尔曼·塞维斯有关文明起源和原始社会结
构的理论，以及英国考古学家埃里克·希格斯 （ＥＨｉｇｇｓ）有关古经济学的理论。塞维
斯、萨林斯和弗里德的新进化论被全盘采纳，产生了一种生态学—系统论—新进化论的范

式。在此范式内，基于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等亚系统的演绎系统论主导着斯堪的纳维亚

的考古学研究。

该时期另一重要进展就是开始逐渐接受理性主义的演绎法，量化分析和电脑技术也日

益重要。假设检验、建模和概念的严格定义给传统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这种推

理方法已经存在，但是现在变得更加自觉，程序更加明确。不管是归纳还是演绎，主要还

是采用实证论，相信考古材料中蕴含着客观的信息和知识。

随着后现代思潮和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斯堪的纳维亚也出现了反实证论的观点，对

中立和政治无涉立场的考古研究提出质疑。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挪威考古学家阿恩·约翰森

（ＡｒｎｅＪｏｈａｎｓｅｎ），他关注考古学中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问题，并对考古研究的基础即理论和
经验材料的关系提出质疑。他认为并不存在自身意义的考古材料，它们是由考古学家的假

设和提出的问题而构建的。因此，考古学无法像新考古学建议的那样从事客观的研究。虽

然北欧学界并不完全认同约翰森的观点，但是他提出的考古学永远无法成为一门客观的学

科则被大家逐渐接受。

受英国后过程考古学家伊恩·霍德、迈克尔·罗兰兹 （ＭＲｏｗｌａｎｄｚ）和克里斯多
夫·蒂利 （ＣＴｉｌｌｅｙ）的著作以及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成为
许多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的首选。许多年轻考古学家在霍德 《行动中的符号》（Ｓｙｍｂｏｌｓ
ｉｎＡｃｔｉｏｎ）和 《象征与结构考古学》等著作的启发下，开始用符号学研究岩画的象征意

义，并将器物看作是原始社会中价值、规范和地位的象征。还有就是弗雷德里克·巴斯的

著作 《族群与边界》（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ｒｉｅｓ），将物质文化看作是标示族群身份的俚
语 （ｉｄｉｏｍ），并将族属从一种社会组织来定义。还有一些尝试是将结构马克思主义、象征
主义和物质文化的意识形态结合到一个总体理论之中，这种研究的主要兴趣关注社会的上

层建筑而非经济和社会方面。

总的来说，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理论讨论的基础仍然立足于考古学的基本概念：类型

与文化。在这个层面上，考古学的范式仍然是历史学、定性和以器物为基础的实证研究。

但是，在过程论后过程论的影响下，研究课题涉及经济、社会、人口迁徙、早期语言、宗

教信仰、族属和政治结构等各个方面 （ＢＭｙｈ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Ｓｉｎｃｅ
１９６０：ＡＶｉｅｗｆｒｏｍＮｏｒｗａ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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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国

早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海因里奇·谢利曼在特洛伊的发掘为考古的地层学方法奠定了
基础。２０世纪上半叶，德国考古学为欧洲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做出的贡献，在某些方面堪
比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一战前，古斯塔夫·科西纳 （ＧＫｏｓｓｉｎａ）提出了所谓的 “聚落

考古”来研究族群分布。这种方法将器物类型学和地理分布相结合来分辨史前人群。这

种方法的原理是：（１）典型器物类型能够分辨 “文化”； （２）这类器物类型的分布代表
了 “文化区”；（３）明确定义的文化区与特定的部落或族群相对应； （４）如果前后之间
没有明显的中断或变迁，相关的部落和族群能够从晚近的历史阶段上溯到史前。

科西纳的方法对欧洲史前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它成为柴尔德构建考古学文化

概念和文化历史学范式的榜样。但是，柴尔德对这一方法做了修正，强调器物组合而非个

别典型的器物类型，而且他的范式相对侧重考古学文化的社会方面而非科西纳的族群和种

族方面。“二战”之后，科西纳的方法因其内在的缺陷和明显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

而被德国考古学界所摒弃。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德国考古界对新考古学思潮反应并不积极，认为戴维·克拉克的观
点并不令人信服、缺乏事实根据或 “新瓶装旧酒”。这种对理论的不信任不仅针对史前考

古学，也存在于考古学的所有分支领域里，如原史时期考古、罗马区域考古和中世纪考古

中。近东考古学和古典考古学因为它们处理的材料完全不同，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课题密

切相关而完全与其无关。古典考古学主要由艺术史的方法所主导，与考古学的其他分支没

有什么来往。在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大部分精力仍然放在描述上，努力改善分

析技术和遗址内的石制品空间分析，并越来越重视拼合方法。

被视为比较进步和开放的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受英美新考古学思想的影响而非科

西纳传统概念的延续，德国考古学开始采用学科交叉方法来研究聚落形态，并辅以各种实

验考古学的手段。虽然德国新石器时代学者了解欧美过程考古学的新概念，但是他们很少

应用或根本没有理论。结果，其研究仍然是以器物类型和年代学为主导，其成果仍然局限

于分辨当地和区域分布的人群和文化，将它们置于各自的文化序列之中。

德国考古学家也有关于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和争辩，介绍史前考古学的发展趋势，讨

论联系史前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以及批评德国考古学中以材料为主导的取

向，并呼吁转向以问题为主导的研究。但是，这些文章只是零星的论述而无法形成气候。

德国考古学家对欧美新考古学的态度基本是负面和否定的，而对后过程考古学更是一无所

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美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理论探讨的目的和内容不太

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难以接受新考古学的 “反历史学”立场，因为占学界重要地

位的古典考古学和中世纪考古学都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

拒绝过程考古学和人类学模式，使得考古学对解释文化变迁如中石器向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铁器时代向罗马时代的过渡特别薄弱。理论阐释的薄弱造成德国考

古学所有的分支领域都缺乏研究综述，为此辩解的理由就是 “我们需要更多的材料才能

撰写历史”。然而，他们既不知道到底需要多少材料，也不清楚需要什么样的材料。这种

情况被形容为 “德国考古学派的悲惨命运：只是描述材料，不反躬自问这到底有何价值”

（ＨＨｒｋｅ， “ＡｌｌＱｕｉｅｔｏ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Ｆｒｏｎｔ？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ｉｎ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１）。德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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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漠视理论的态度与其历史背景有关，战后德国学界清算科西纳的理论方法，造成学者

对所有理论的不信任，倾心于精湛的发掘技术、类型学分析和完善考古年代学。

（六）日本

田野考古是在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之后由西方学者引入日本，长期以来采用一种民族主
义取向的文化历史学范式。柴尔德的许多著作很早就被译成了日文，对日本考古学的理论

传统影响很大，特别是他的历史唯物论被许多日本考古学家所采纳，但是其解释文化变迁

的传播论却并不吃香。这种偏好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历
史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有关，日本考古学家不但寻求一般规律来解释日本历史的发展，而

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讨论区域政体如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互动在国家形成中的作
用。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转变时期移民与当地土著之间的互动，但是将这种文化变迁与发

展混为一谈。

公元８世纪日本古代官僚国家形成之后未见有大规模移民，形成了一种同质性民族的
信念。这种信念认为，他们直系祖先的习俗和思想无须通过艰巨的理论研究来了解，这也

导致在日本考古学家中缺乏有关认识论的讨论。而且，日本政客和商人也希望让日本民众

相信，他们是同质性大和民族的一员，本质上团结在天皇的统治之下。

当下流行的 “日本文化论”或伪科学的日本文化，包括特别强调日本文化有别于任

何外来文化的独特性，进而强调日本文化作为经济成就基石的优越性。加上崇拜天皇造成

对皇室谱系和墓葬进行历史和考古研究的禁忌，成为现代工业化日本的利益集团从意识形

态上操纵历史的典型例子。考古学家只能放弃从皇室起源来研究国家的形成，转向考古材

料的类型学研究。日本考古学家忌讳卷入政治问题，甚至避免进行理论探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研究课题的关注发生了明显改变。像 “技术发展” “丧葬实

践”和 “社会分层／国家形成”等研究明显减少，与此同时 “社会结构／血缘关系”和
“贸易／互动”的研究显著增加，反映了研究取向从进化论模式朝结构主义模式的转变。
这个改变被认为受英美的过程考古学、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以及年鉴学派的影响有

关。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英美的过程考古学对日本没有什么影响。然而，有些过程考古学

的方法还是被日本学者所采纳。比如人口研究、聚落形态和生计活动的季节性研究。有些

日本考古学家还在日本列岛开展食物采集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此外，大部分日本学者吸收

过程考古学的某些思路，作为改善自身研究的方法，将其看作是材料分析的一种 “科学

途径”。日本考古学中既没有采用系统论和一般法则来解释文化过程的尝试，也没有欧美

考古学流行的对阐释客观性的反思。对待过程考古学的这种态度与日本学者长期依赖经验

方法有关，即强调收集更多有关过去的 “事实”，而非完善一种阐释材料的理论框架。

日本考古学总体来说从事的是一种文化历史学研究，一些学者采用柴尔德和马克思的

理论来解释日本社会的历史发展。这些理论被认为是有用的一般性理论，并未从全球范围

考虑通则性的问题。这可能部分由于日本的岛国性质，形成了日本考古学独特的概念和方

法论基础 （ＨＴｓｕｄ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５）。

从上面的介绍可见，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是伴随着美国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变

革而兴起，之后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得到响应。随后，后过程考古学在英国兴

起。表现出理论阐释从关注生计适应的实证论取向，转向对人类意识形态和文化象征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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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方面的关注。虽然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取向不同，但是它们都努力借鉴人类学或

社会学理论来更好地了解过去的社会文化是如何运转和变迁的。有些研究领域成为各国学

者互动的产物，比如，在后过程考古学思潮的影响下，美国过程考古学将认知、象征和个

人的因素结合到原来以生计聚落为中心的研究之中，出现了认知—过程考古学的范式

（［美］肯特·弗兰纳利、［美］乔伊斯·马库斯：《认知考古学》，寻婧元译、陈淳校，

《南方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２期）。性别考古学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是挪威考古学关注的一个重
要方面，但直到１９８４年美国考古学家玛格丽特·康基 （ＭＣｏｎｋｅｙ）和珍妮特·斯佩克特
（ＪＳｐｅｃｔｏｒ）发表了她们的先驱性成果之后，性别考古和女权考古学才成为北美后过程考
古学的一个特色。能动性和个人考古学理论则受到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ＡＧｉｄｄｅｓ）的结构化理论、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法国新马克思人类学理论和法国社会学
家皮埃尔·布迪厄 “习性”（ｈａｂｉｔｕｓ）概念的影响。各种理论对世界各国考古学的影响程
度各异，经历了情况各异的发展，对考古实践的影响和推动也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各国的

学术传统和社会背景。

1"23+./0

考古学范式的变迁和新考古学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后的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叶进入中国。
张光直先生在多次回国访问中向高校考古专业师生和研究所同人介绍美国考古学的进展及

主要的理论方法。１９８４年秋他给北大师生的讲座内容结集为 《考古学专题六讲》于 １９８６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讲座内容中除了 “聚落考古”一讲对过程考古学的田野方

法介绍得比较详细外，其他内容主要介绍分析技巧和他自己对中国考古课题的研究心得，

并没有太多涉及理论问题。这些讲座内容现在看来只能算是 “启蒙”，鉴于过程考古学与

传统考古学的对立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张光直先生对于理论话题还是表现得十分谨慎，以

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１９８５年，路易斯·宾福德访华，与贾兰坡先生商谈旧石器考古学合作事宜，参观了
周口店遗址以及山西和东北的一些旧石器地点。后来由于研究思路特别是宾福德从埋藏学

对周口店第一地点骨骼破碎动力和用火遗迹所提假设而引起的误会，最后使得访问不欢而

散。这次交流凸显了我国传统方法与实证主义过程论的凿枘不投，我国学者擅长经验性判

断和归纳法，将猿人洞出土的破碎骨骼和用火遗迹看作是古人类狩猎和用火的证据，而宾

福德则从埋藏学原理出发，怀疑其中可能有自然动力的作用。因此，他访华的初衷就是想

检验这种自然动力的可能性。这次访问和合作的失败十分可惜，令我们失去了一次学习的

机会。宾福德在回国后对美国考古学界发表了他的访华观感，其中对中国考古学漠视理论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国考古学者体会不到理论与范式的作用，根本不知道如何应用

理论来认识自己这个领域 （刘景芝： 《外国学者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文物春秋》

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与许多国家相仿，我国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美国新考古学的反应总体上是负

面的，而这种反感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这种排斥心态一是来自过程考古学基本上

是一场范式革命，是对文化历史学传统的否定。面对新范式的冲击，许多考古学家特别是

用传统范式做了一辈子研究的资深学者更加难以接受，本能地予以排斥。二是我国学界长

期与国际学界隔绝，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非常陌生，感觉不到有变革和改进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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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三是过程考古学理论充斥着晦涩难懂的行话或术语，这种行话对于母语为英语的学者

尚不易理解，更不要说存在语言隔阂的中国学者了。于是，国内面对美国新考古学思潮的

冲击出现了不少争论，态度也各不相同。这种争论对于学术发展来说是正常的反应，对于

改变现状和促进学术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新考古学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争论、实践和检验，其优缺点基本已
经彰显，并处在向后过程考古学转变之中。新考古学内部也充斥着各种不同思想和流派的争

论，所以对于外人来看难免盲人摸象，一头雾水。因此在有关新考古学讨论之中，中国学者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来评判其价值显然会有以偏概全之虞。这时，

张光直先生介入到这场争论中来，为中国学界梳理了美国新考古学的来龙去脉，并评价了其

优缺点。在美国，张光直先生因偏重考古学的史学地位被新考古学派归入 “传统考古学家”

的范畴，尽管他赞同过程论的许多理念，并为过程研究方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张光直先生对新考古学的评价十分公正和中肯，他肯定了新考古学超越年代学和类型

学，超越遗址和遗物描述，进入社群分析和行为重建，总结社会发展规律的意义。但是也

批评了新考古学唯我独尊、排除异己，自认为是唯一正确路线的缺点。他认为，新考古学

最大的成功在于它的环境、生计和聚落考古，以及它采纳的假设—检验的演绎法。中国学

者的方法主要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在解释考古现象时常常采取想当然或来自解释者的灵

感，多没有系统的方法。除了年代、器物和文化关系外，在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经

济形态及运作以及宗教信仰上缺乏系统明确的方法。因此，他向中国学者发出了 “理论

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呼吁。他说，中国考古学要找新的道路，与美国

当年相比有许多便宜。美国这条路走了三十多年，今天回顾一下，知道哪条是康庄大道，

哪条是死路一条，哪条是冤枉路。中国考古学界可以参考一下他山之石，不妨学其精华，

但不必蹈其覆辙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介绍和讨论考古学理论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学界对过程与

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逐渐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这导致业内出现了对习用传统范式的反

思，并尝试在自己的研究中借鉴新的思维和方法。１９８７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黄其煦译
的格林·丹尼尔 《考古学一百五十年》（Ａ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虽然这
本书主要介绍世界考古学发展的历程，并未特别涉及理论，但是大大开阔了国内考古学界

的眼界。早期的理论文章多为翻译和综述性的介绍，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编、１９９１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 《当代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编、１９９６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考古学的历史：理论·方法·实践》。这

两本文集收集了英美等国著名考古学家的代表性论文，并由编者对选编的理由及国外考古

学发展的背景做了概述，成为当时学界了解国外学术动态的一个窗口。

１９９１年，北京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蒋祖棣译的布鲁斯·特里格 （炊格尔）《时间与传

统》（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７８），由张光直先生作序。这是第一本译介西方考古学理论的
著作，深受业内人士的关注。可惜由于翻译质量欠佳，影响到对原著的了解。１９９５年，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建华的 《外国考古学史》，由科林·伦福儒作序，内容也涉及考

古学范式的发展。其中伦福儒的序短而精到，他建议中国考古学家要重视思想和理论的创

新。他说，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

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他还说，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

是观念上的进步。要回答历史重建的问题，与其说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还不如说来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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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

１９９９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张光直的系列著作，包括 《中国青铜时代》、《中国考

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和 《番薯人的故事》四种。这些著作结合国外的许多

先进理论来讨论中国的考古材料，提出自己的理论阐释，而且很少采用新考古学晦涩的行

话，所以深受国内同行的重视和欢迎，成为行内学者们的必读书。

２００４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翻译的科林·伦福儒和
保罗·巴恩第三版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００）。这本教材全面介绍当今国际考古学的范式，从考古学探索的六大问题
“何人”“何地” “何时” “何物”以及 “如何”和 “为何”入手来编排章节，大量采用

研究案例，深入浅出地展示如何将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令人耳目一新。这本书的翻

译引进被评为不二的选择，它特别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从未有系统介绍西方考古学的著

作，而且它兼有欧美考古学之长，且是西方流行的考古学教材 （陈胜前：《评 〈考古学：

理论、方法与实践〉》，《边疆考古研究》２００７年第 １期）。由于这本名著的翻译由多人分
担，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而且许多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和翻译不甚准确，因此也引来不少批

评和商榷。

２００５年开始，岳麓书社出版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织翻译的国外考古学理论著作，
被认为是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译介西方考古学理论著作之后的第二波翻译浪潮。这批译著包
括２００５年出版的马修·约翰逊的 《考古学理论导论》（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１９９９）（魏峻译）、肯·达柯的 《理论考古学》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 （刘文
锁、卓文静译）、伊恩·霍德、司格特·哈德森的 《阅读过去》 （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９８６）
（徐坚译），还有２００８年出版的布鲁斯·特里格 （炊格尔）的 《考古学思想史》（ＡＨｉｓｔｏ
ｒｙ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１９８９）（第一版）（徐坚译）和２００９年出版的尼科拉斯·戴维、
卡洛尔·克拉梅尔的 《民族考古学实践》（Ｅｔｈｎ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１）（郭立新译）。
这批译著还是存在翻译质量的问题，特别是 《理论考古学》和 《阅读过去》这两本是英

国后过程考古学家的论著。而 《民族考古学实践》是美国过程考古学家在中程理论指导

下，践行行为考古学提供类比的民族志研究，译者如果没有吃透这些著作的学术背景和概

念是很难译好的。

在新旧考古学范式发生冲突和碰撞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中国学界习用的是文化历

史学范式，其实我们对这个范式鼻祖柴尔德的著作和思想也所知甚少。周进楷曾经翻译过

柴尔德的两本书，一是 《工具发展小史》（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ｏｏｌｓ１９４４），１９５３年由中国图书仪
器发展公司出版；另一本是 《远古文化史》 （ＭａｎＭａｋｅｓＨｉｍｓｅｌｆ１９３６），１９５４年由群众出
版社出版。由于年代久远，早已湮没无闻。为了更好地了解考古学范式的变革以及反思传

统方法的不足，有必要翻译介绍柴尔德的原著。借柴尔德逝世 ５０周年之际，２００８年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五本译著，分别是 《欧洲文明的曙光》 （ＴｈｅＤａｗｎ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ｉｖｉ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２５） （陈淳、陈洪波译）、 《人类创造了自身》 （安家瑗、余敬东译、陈淳校）、

《历史发生了什么》（Ｗｈａｔ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４２） （李宁利译、陈淳校）、 《历史的重
建———考古材料的解释》 （Ｐｉｅｃｉｎｇ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１９５６） （方辉、方杨译、陈淳校）、 《考古学导论》 （ＡＳｈｏｒ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５６）（安志敏、安家瑗译、陈淳校）。由于 《考古学导论》篇幅很短，所以特将柴尔德

的一些著名单篇如 “城市革命”和 “告别辞”以及特里格等人对柴尔德的评价文章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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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在内，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柴尔德的思想方法以及对当代考古学的意义。其中，《欧洲文

明的曙光》被格林·丹尼尔誉为 “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起点” （［英］格林·丹尼尔：

《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安志敏校，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同时，特邀陈胜
前翻译了路易斯·宾福德的 《追寻人类的过去》（２０１３年）（Ｉｎ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９８３），
配合这套柴尔德著作的出版，以作新旧范式的比较。

之后，推介国外考古学理论原典的翻译工作持续至今。布鲁斯·特里格 《考古学思

想史》（第二版）（陈淳译）和 《时间与传统》（重译本）（陈淳译）、科林·伦福儒、保

罗·巴恩主编的 《考古学：关键概念》（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Ｋｅ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２００５）（陈胜前译）
分别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３年开始，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启动，包括五本考古学和人类学经典著作，

分别是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的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英文 ２０１２年第六
版，中文第二版） （陈淳译）、英国考古学家希安·琼斯 （ＳＪｏｎｅｓ）的 《族属的考古》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１９９７）（陈淳、沈辛成译）、戈登·威利的 《聚落与历史重建———

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ｔｈｅＶｅｒúＶａｌｌｅｙ，Ｐｅｒｕ１９５３）
（谢银玲等译、陈淳校）、埃尔曼·塞维斯的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 （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Ｃｉ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５）（龚辛等译、陈淳校）、肯特·弗兰纳利的 《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

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 （ＧｕｉｌáＮａｑｕｉｔｚ：ＡｒｃｈａｉｃＦｏｒ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Ｏａｘａｃａ，Ｍｅｘｉｃｏ２００９）（陈淳等译）。其中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中文第二版）

和 《族属的考古》已经分别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选择这五本书充
分考虑了这些著作在国际学界的代表性、权威性以及对国内学界的借鉴意义。

在此期间，某些零星出版的译著也值得一提。比如 ２０１０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人
类学家约瑟夫·泰恩特 （ＪＴａｉｎｔｅｒ）的 《复杂社会的崩溃》（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ｐ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ｃｉｅ
ｔｉｅｓ２００３）（邵旭东译）、布鲁斯·特里格 （炊格尔）的 《理解早期文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 （徐坚译）和 ２０１６年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肯特·弗兰纳里和乔伊
斯·马库斯 （ＪＭａｒｃｕｓ）夫妇的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１２）
（张政伟译）。泰恩特的 《复杂社会的崩溃》可以看作是塞维斯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的

姐妹篇，表明文明崩溃与其起源一样值得研究。作者用考古学和历史学材料详尽介绍了世

界各地古代文明崩溃的案例，然后从经济学边际效益递减理论来解释复杂社会的崩溃。不

仅对古代文明衰落提供了解释，也为当代文明的走向提供镜鉴和警示。特里格的 《理解

早期文明》是后现代语境里的一种文明研究尝试，即在一般性趋势下详细比较和了解各

大文明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以便更深刻理解文明发展的具体轨迹。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是为普通读者写的一本书，但是对专业学者同样深具启迪。弗兰纳利夫妇将考古材料与民

族志材料完美结合起来，生动而详细地介绍了人类从平等向等级社会的发展。这是过程考

古学中程理论的一例成功尝试，弗兰纳利将这种叙事方式比作用现生动物的表现来解释化

石动物的习性和演化。在前言的末尾，作者特别提到了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尼什

（ＲＳＭａｃＮｅｉｓｈ）对考古学理论的看法。他说，理论像是香水，用得恰到好处会非常吸引
人。但是使用失当，则会被认为是在掩盖不好的东西。

翻译原典可以让国内同行直接了解国外的动态和思潮，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是

翻译质量的问题，特别是理论性很强的论著。如果译者自己不了解讨论的学术背景、术语

和概念的定义和作者的意思，按字面硬翻的话难免佶屈聱牙，言不达意，反会让读者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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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思维混乱或国外理论的乖谬。二是原著不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论述中不会普及一些

关键概念、背景和问题的来龙去脉，对于这些背景知识和词汇最好提供译注，否则会对理

解造成很大的困惑。针对这些问题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综述的方式系统介绍各种理论

的背景、概念、术语以及存在的争论或缺点。

为此，本文作者从２０世纪晚期开始就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这类综述性的推介文章，后
来结集成册，其中 《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２００３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４年由上海人
民出版社再版。《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２０１６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
外，为了在高校开设考古学理论课程的需要，本文作者编著了一本 《考古学理论》教材

２００４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有一本 《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２００７年由上海书店
出版社出版，系统介绍了国际学界文明探源的理论与实践。

１９８７年，美国考古学家约翰·奥尔森 （ＪＷＯｌｓｅｎ）在英国 《古物》杂志上发表了

一篇介绍中国考古学现状的文章，其中指出了中国考古学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重描述而

不重阐释，二是缺乏以解决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为目标的战略性研究，即世界考古学探索三

大基石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 （ＪＷＯｌｓｅｎ， “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６１，１９８７）。这两个问题都直接与理论有关。就目前来看，第
一个问题仍然进展不大，但是第二个问题有了较大的改观。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近几十年来化石材料的积累和分子人类学的进展，人类起源特别

是现代人起源成为这个问题的焦点。国际学界有关现代人起源的理论或假说主要有两种，

一是非洲起源说或叫 “夏娃理论”，认为所有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这一论断主要根据线

粒体 ＤＮＡ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并确定尼人是向现代人进化的绝灭旁支。二是多地区起源
说，认为自直立人扩散到欧亚大陆后各自独立向现代人演进。我国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

学界倾向于多地区起源说，这种理论可以吴新智院士的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为代表

（吴新智：《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人的起源》，《人类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 ４期）。
而遗传学界则倾向于非洲起源说，认为无论是线粒体 ＤＮＡ还是 Ｙ染色体证据都指向现代
人来自非洲 （柯越海、宿兵等：《Ｙ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科
学通报》２００１年第５期）。化石和 ＤＮＡ材料有各自的特点和局限，对于这个问题可能还
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我国不同学科的学者应该以放眼世界和科学中立的态度来取长补短，

联合攻关。

农业起源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国内考古研究的热点。国外流行的许多理论
也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并有力推动了环境考古和植物考古的发展。这

使得浮选法成为田野发掘的常规操作，大植物遗存、花粉、植硅石和淀粉颗粒都被列入生

态物而给予了与人工制品同等的重视。以往我国的农业起源研究主要以出土农作物的鉴定

为主要途径，以 “何时”与 “何地”来指导发掘与研究。随着农业起源理论的普及，学

界对于 “最佳觅食理论”“广谱革命” “人口压力理论” “竞争宴飨理论”等有了比较充

分的了解，也开始思考和讨论农业起源的动因问题 （潘艳、陈淳：《农业起源的实践与理

论》，《江汉考古》２０１２年第 ２期）。现在国际学界的共识是，农业起源是一个非常漫长
的过程。从狩猎采集者到农业社群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环节，向农业发展中的狩猎

采集群不一定拥有驯化性状明显的物种，而对驯化物种的依赖程度也各不相同。此外，他

们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可能会成为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也可能像日本的绳纹时代那

样保持长期稳定的采集经济，也可能回到狩猎采集状态。农业起源这个漫长和不确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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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就是美国考古学家布鲁斯·史密斯 （ＢＳｍｉｔｈ）所定义的 “低水平食物生产”（［美］

布鲁斯·史密斯：《低水平食物生产》，潘艳、陈航译，陈淳校，《南方文物》２０１３年第 ３
期）。而这种农业起源研究不限于目前成为主食的谷物品种，还包括各种蔬菜、豆类、水

果、香料、调味品等各种植物。

国外农业起源的理论也受后过程论的影响有进一步的发展，从过去比较侧重外部因素

的生态环境研究转向同时考虑社会内部的因素。比如霍德认为，在社群规模随农业起源而

逐渐扩大的漫长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时空感的变化使人的意识和认知也相

应产生渐变 （ＩＨｏｄｄｅｒ，“ａｔａｌｈｙüｋ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３６，２００７）。而女性很可能更多参与动植物驯化的过程而成为农业
起源的主导者 （ＧＪＦｒｉｔｚ， “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ｕｒｄ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６４（３），１９９９）外，食物的全球化也是目前研究和讨论的一
个热点。

吕烈丹的 《稻作与史前文化演变》总结了水稻起源研究历程和方法，将考古发现与

民族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对稻作农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阐释 （吕烈丹：《稻作与

史前社会演变》，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该书虽然介绍了农业起源相关理论，但其重点
并未放在水稻和农业如何和为何起源的问题上。

陈胜前的 《史前的现代化》明确采用过程考古学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从狩猎采集者

的环境适应来探讨中国多地区农业起源和不起源的原因。该书作者用当代气象资料模拟不

同生态环境里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并结合考古材料讨论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该

书还全面回顾和评价了当今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这些理论的普适性做了讨论 （陈

胜前：《史前的现代化》，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这本著作观点新颖，视野广阔，为业
内同行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和材料的榜样。读后的一点感想是，该书环境决定论和过程论

色彩较浓。从全国范围环境差异极大的背景来讨论农业起源难免线条过粗，话题似乎更注

重 “不起源”。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不过三四个范围很小的发源地，所以

农业不起源是普遍的，而起源则是特例。在不起源上着墨过多，就有点偏离农业为何及如

何起源的焦点问题。农业起源其实是个小范围的微观问题，更适合用小游群适应的生态位

来进行探讨，比如弗兰纳利在墨西哥瓦哈卡的农业起源研究。

潘艳的 《人类生态视野中的长江下游农业起源》根据其博士论文写成。主要创意有

三：（１）从全球农业起源的视角来分析稻作起源，并紧跟学术前沿，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２）用生态位概念分析农业起源，从人类对资源被动利用的过程论视角，转向关注先民
对生态系统进行积极操纵的后过程论思考。（３）从对水稻单一作物驯化过程转向对各种
资源综合利用的关注，然后从不同资源比例变化来判断植物驯化的背景与过程 （潘艳：

《人类生态视野中的长江下游农业起源》，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该书的一个遗憾
是，作者对国际流行的几种农业起源理论只是做了评述，没有用自己的案例对这些理论进

行检验，或提出自己解释稻作起源的理论。

当前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结合了社会科学通则与历史学个案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学

科交叉的领域。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起源是诸多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问题，理论探讨方兴未

艾。中国文明起源一直与历史学研究联系在一起，以夏商周三代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为中

心。由于受这一影响，夏的何时何地，以及三代的年代起讫、王室世系和首都地望常是讨

论的热点。至于理论探讨，多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及亚细亚经济模式和军事民主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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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由于缺乏中程理论对考古材料的解读，这种社会规律的探讨难免成为贴标签，比如将

夏商的社会性质看作是奴隶社会等。

随着新进化论概念引入中国，国内学界也开始借鉴各种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来讨论

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发展动力。其中争论较大的就是酋邦，有人尝试用它探讨中国分析

前国家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

邦社会。还有人觉得还是用中国古代名称如 “古国”或 “五帝时代”来描述中国文化的

发展更加合适。其实，酋邦就像 “部落”或 “国家”的称呼一样，是个泛指的抽象概念，

用来统指部落与国家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其优点是它有明确的科学定义，并基于民族志

研究的一般性总结，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对中国考古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判断酋邦向

国家社会的演变。而中国学者偏好的 “古国” “王国”和 “五帝时代”则没有这样的科

学定义和理论构建。

我国文明探源借鉴国外理论方法的一项比较出色的尝试是聚落形态研究。聚落考古首

先由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首创，被誉为 “考古学文化功能性解释的新起点”

（ＧＲＷｉｌｌｅｙ，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ｔｈｅＶｅｒúＶａｌｌｅｙ，Ｐｅｒｕ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ｏ１５５，１９５３），以及自汤姆森提出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方
法论突破 （［加］布鲁斯·特里格： 《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威利的聚落形态方法是从居址、仪式建筑、防御建筑和墓地四种建筑类型的
数量、规模和分布来了解维鲁河谷的人地关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历时演变，为透物见人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１９９９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将聚落形态作为田野工作的重
点，进行了四年的踏勘、钻探和重点发掘，了解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以及环境问题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载杜金鹏、许宏主编 《偃

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１９９７年至 ２００２年，一支中外合作团队对
二里头所在的伊洛河流域进行了拉网式的聚落形态调查，结合地质考古、植物考古和陶器

分析，探索社会复杂化进程、人口波动、集团冲突、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力水

平、手工业专门化、区域间互动和政治的集中等重大课题 （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

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

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２期）。在聚落形态调查的基础上，乔玉根据聚落面积来估算各时期人口
的变迁，借助地理信息系统重建各时期聚落领地的生产力和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探讨人口

与社会复杂化之间的关系 （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

《考古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戴向明从聚落形态和陶器生产专门化来探索晋南垣曲盆地
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这里距离伊洛河流域不到一百公里。手工业专门化是社会复杂化的一

项重要指标，能为了解文明与早期国家的起源做出贡献 （戴向明：《陶器生产、聚落形态

与社会变迁》，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刘莉从更大范围的聚落形态来考察二里头时期的
社会变迁，认为龙山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仍显示为酋邦社会。二里头文化二期国家结构的出

现比较突然，如果夏朝确实存在的话，其初期仍是一个酋邦，到后期才发展为一个地域国家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等译，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受张光直三代都制及其迁徙可能与控制青铜原料这一战略资源相关论断的启发 （张

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载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刘莉和陈星灿在聚落形态、陶器及其他考古材料分析的基础上，

４２



用 “世界系统理论”讨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认为二里头政体的扩张很

可能是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的原因 （ＬｉｕＬｉａｎｄ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ｃａｎ，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３）。

李峰在 《西周的灭亡》一书中，将考古学、金文和文献与地理学相结合，对西周的

兴衰进行了详尽的历史重建，为我们提供了耳目一新的阐述 （李峰：《西周的灭亡》，徐

峰译、汤惠生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罗泰的 《宗子维城》利用考古材料和文

献，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历史变迁，内容涉及礼制、贵族世系、用器制度、

社会等级、性别差异、族群关系等问题 （［美］罗泰：《宗子维城》，吴长青等译、王艺等

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虽然后面两本书严格来说属于西方的汉学研究，与考古
学理论的关系不是很密切，但是从整个研究思路而言，与社会人类学的探索路径基本相

同，只不过文献赋予这样的古史重建以更准确和更具体的帮助。罗泰和李峰都强调，文献

虽然重要而且珍贵，但是不能以深信不疑的态度简单加以应用。罗泰还说，考古材料只有

从文献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不受后者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提供独到的认识。解放了

的考古学能够大幅度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

从理论上来对长江下游文明起源做出综述的有郑建明的 《环境、适应与社会复杂

化》，该文在梳理了各种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了环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的人地关系和文化

演变的歧义轨迹，并对良渚文明的兴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郑建明：《环境、适应与社会

复杂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45

考古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情况相似，即根据本国的学

术传统来吸收过程论和后过程论的一些理论方法。虽然国内对过程考古学仍然评价不一，但

是其习用的生计聚落方法已经被普遍采纳。浮选法、聚落形态、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以及

科技手段，都是过程考古学的特点。方法讲究实用，接受比较容易。而理论则有门派之见，

借鉴比较勉强。然而，方法和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以，中国考古学当下的范式可以被

视为结合了某些过程论方法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罗泰在 《宗子维城》中提到，虽然中国考

古学家也关注社会历史，但是世界其他地区发展起来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几乎完全没有用于

分析中国的考古材料，有文献资料的上古时期尤其如此 （［美］罗泰：《宗子维城》，吴长青

等译、王艺等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结果，我们虽然引进了许多新方法，但是整
体水平没有显著提升。最终成果仍然是描述，难以上升到阐释的层面。

考古材料不会自动提供信息，需要考古学家用理性思考来解决问题。考古学理论可以

令我们知道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如何来做，通过科学程序的步步论证，将这些材料变成能

传递给公众的历史知识。所以，有无理论指导的考古研究，结果大不相同。目前，过程论

的生计聚落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操作的常态，希望也能够同步借鉴相关的理论如文化生态学

和生态位模式，以问题导向来研究人地互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真正做到透物见人，

从描述转向文化演变的阐释。我们每年有大量考古报告问世，大多是原始材料的描述。然

而一堆考古材料不是历史，正如一堆砖瓦不是一座房子。期望学界同人重视理论、方法和

实践的结合，使得今后发表的报告能够超越原始材料的描述，为读者提供历史重建的解释

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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